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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学方法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路向
张 明

  摘要:文本学方法产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将其运用至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开拓

性。国外学者先期展开的关于“经验主义”批判的方法论论战,也从侧面证明了应用上述新研究路向的理论可行

性。文本学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勾画新的研究图景,开拓了多样可

能性理论空间。然而,在此之前仍需确立使用这一方法的科学规范问题,如应当自觉区别“文献学”与“文本学”的
内在差异性,避免将文本学方法局限为毛泽东文本的资料收集、版本考证等考据性研究。不能离开对毛泽东文本

所生发的具体历史“场域”的科学分析,更不能以文本对抗、消解关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而应在思想史宏大参照

系下勾勒文本的微观发展,通过对文本的具象化阐释叙述来做实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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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纪以来,文本学方法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而生发,在争论、热议之中逐

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范式,开启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路向。无论是

从意识形态考量还是知识体系的传统来看,毛泽东研究都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一个不可或缺

的重要领域。能否运用文本学方法拓展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勾画新的研究图景,
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以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能否运用、如何使用,以
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为切入点,通过确立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科学规范,为进一步深化国内毛泽

东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一 文本学方法介入毛泽东研究的可能性分析

文本学方法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被提出,最初始于本世纪初。20世

纪9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如何突破教科书体系、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当时

许多学者思考的核心问题。纵观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马克思思想“有根性”的消解。相关研究不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出发,而是将马

克思思想理解为“无根性”浮萍,即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考量而对马克思思想作出非历史性裁决。因此,在此

过程中,不是回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而是首先抽象出一套所谓“原理体系”,进而运用原理“剪
裁”思想史,从中提取符合需要的内容以证明“原理体系”的科学性。

二是对马克思文本使用的主观性。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传统研究范式,在“辉煌史”架构(即马克

思永远是正确的,即使存在不成熟之处也注定会完成其华丽转身)的指引下,将马克思文本视为毫无差别的

同质性存在。因此,马克思的所有文本都可以被不分时空地直接加以援引,这是对马克思文本历史性内涵的

人为掏空。并且,传统研究范式在文本的使用上也存在单一性误区,即主要关注马克思公开出版的“正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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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对以手稿、书信等为代表的“生成性文本”和以读书笔记、札记等为代表的“亚文本”关注不够①。
三是阅读方法上的僭越性。传统研究范式认为,文本可以直接呈现作者的思想,读者的任务就是通过阅

读文本以实现百分之百复原作者思想意图的目的。这种研究范式从根本上处于前现代主义的解释学幻象之

中,忽略了作者视域与读者视域的“视差问题”。因而,文本学方法的另一重要理论意蕴,即是对阅读过程中

作者、文本和读者关系的重新定位。有研究者通过对经济学话语的深层透视,寻求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原初

语境,读出了马克思所留文字中没有说出的“空白”,这就是所谓的“功能性深度阅读法”②。
由此可见,所谓文本学方法就是力图通过阅读作者本真存在状态的文本(在马克思研究领域中,许多文

本都是后人基于特定意识形态或理论立场之上编辑的产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本真存在状态),努力回到作

者的原初历史语境,在对文本的多元、科学利用基础上,推动读者与作者理论视域的融合,以实现具体、历史

地反映作者原初思想意图的目的。尽管文本学方法在提出伊始即引起了不少争议,但由于它对马克思思想

原初语境的深入挖掘、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性阐释,使得在研究过程中得以不断突破教科书体系的

非历史性阐释与宏大叙事逻辑的限制,进而在实际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可以说,在近十年的国内

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文本学方法逐渐成为热词。
那么,生发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域的文本学方法,能否运用于毛泽东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

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和知识、学术传统,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基本发展状况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领

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体系中,毛泽东思想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

承。因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都是在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展开的。正如国外有学者明确指出的那样,尽管对毛泽东的学术性研究是建立在社会科

学发展之上———社会科学的发展为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方法论支撑,但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又

始终深受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③。1949年以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很大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以学习为动力④。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

毛泽东及其思想作出科学评价后,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性不断凸显,成为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本上享有共同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因此,可以说,此阶

段国内毛泽东研究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同一发展平台,分享共同的发展路径。
在当时很大一部分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者那里,他们的理论背景都受到苏联教科书原理体系的影

响。基于苏联教科书的“原理”、“教条”来阐释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学界研究的主流范式。当然,实
事求是而言,传统研究范式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宣传以及应用,确实作出了难能可贵的重要贡献。但是

它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不足,今人不能一味地苛求。笔者所要阐释的新

研究路向,也是建立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不过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作出的

一种探索性尝试而已。
尽管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是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但这并不能否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

系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一点通过对比《反对本本主义》与《实践论》、《矛盾论》(以
下简称“两论”)之间的区别便可以清晰地彰显出来:关于前者,因为当时在紧张动荡的革命战争环境下,毛泽

东并未有机会全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而使得《反对本本主义》这一文本无论是在理论内涵还

是在话语表达方面,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风格与话语并不十分明显;而在写作“两论”时,毛泽东已经大

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尤其是苏联哲学教科书,较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分析范式,因
而能够写出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毛泽东1936至1937年的阅读史中不难

发现,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特别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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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7-8页。

TimothyCheek ACriticalIntroductiontoMao Combridgeshir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10  16-17 
王立胜《7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轨迹与未来展望》,《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6期,第63-66页。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批注①,其中许多批注内

容构成了“两论”的核心内容②。所以,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而言,苏联教科书确实发挥了不容忽视

的重要影响。上述多重原因的综合,决定了国内毛泽东研究具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相同的境况,这主要

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阐释毛泽东思想的路径依赖。传统研究范式在对毛泽东思想作出阐释时,所依据的理论背景或分

析工具大都源自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研究者运用抽象的原理、结论去架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动态历史进

程。这种研究路向所建构的毛泽东思想原理体系,主要不是从思想史层面出发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

史进程展开分析,而是从原理出发去阐释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提供的基本逻辑框架来整合毛泽东

思想的不同内容。
二是对毛泽东文本的“同质化”处理。传统研究范式将毛泽东文本视为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唯一载体,并

认为文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时间、不同历史条件下写作的文本都是作为毛泽东思想

的反映,因此从根本上是同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文本被人为建构为一种原子化存在状态,研究者

可以从毛泽东文本的“语料库”中,任意挑取符合自己需要的“话语证据”,以证明自己相关研究结论的合法

性。
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非历史性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思想被绝对神

圣化,其折射出的是对相关理论、话语的非历史性消解,以及对具体历史性文本事实的回避。由此可见,基于

主客观原因的双重作用,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对毛泽东文本的非历史性、“同质化”
使用倾向,存在着对毛泽东思想具体动态历史发展进程的“拉伸铺平”式操作,这些基本境况从根本上决定了

运用文本学方法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内在必要性与可行性。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了与文本学方法相似的重要理论尝试,具

有代表性的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关于毛泽东研究“经验主义”(Empiri-
cism)方法论批判的论战活动。以尼克·奈特(NickKnight)和保罗·哈里(PaulHealy)为代表的学者,批判

以斯图亚特·施拉姆(StuartR.Schram)和布兰克利·沃马克(BrantlyWomack)为代表的国外毛泽东研究

者使用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认为“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大理论误区:一是将毛泽东文本视为代

表作者思想的“客观中立性领域”(aneutralrealm)和“超时间性存在的整体”(asupra-temporalwhole),即将

文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视为直接揭示毛泽东原初思想的载体,并且以“同质性”方式对待文本;二是过分倚重

文本的自存性与文本意义的自主性彰显,因而将读者的作用仅仅局限于通过对文本经验事实的占有,进而认

为文本可以自动彰显作者的思想。奈特和哈里进一步认为,“经验主义”范式一方面过分注重对“客观事实的

考察”(objectiveexaminationofthefacts),即侧重对毛泽东文本“证据”的直接占有,而忽视了对文本背后所

内具的理论观点、理论前见等因素的考察,因而直接导致毛泽东研究中的“理论贫困”(povertyoftheory)状
态;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洞察勾勒毛泽东思想肖像过程中先在的理论前提,导致拘泥于所谓“文本证据”的武

断主义做法,进而将毛泽东的著作视为同质性“语料库”,并且从中挑选出若干“语录”以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

性,甚至反对其他人所挑取的不同“语录”③。从奈特和哈里关于经验主义的批判中不难发现,他们研究范式

背后所占有的理论支援背景是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symptomaticreading)方法,而可以肯定的是,文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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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9页。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关于此次争论,“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施拉姆和沃马克关于“经验主义”的相关阐释,详见:StuartR Schram MaoStudies Retrospectand
Prospect  TheChinaQuarterly no 97 March 1984  BrantlyWomack TheFoundationsofMaoZedongsPoliticalThought 1917-
1935 Hawail UniversityPressofHawaii 1982)。奈特和哈里关于“经验主义”的批判,可参考:NickKnight MaoandHistory WhoJudge
andHowtoEvaluate  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 no 13 January 1985  NickKnight TheMarxismofMaoZedong 
EmpiricismandDiscourseinthefieldofMaoStudies  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 no 16 July1986  PaulHealy Read-
ingtheMaosTexts TheQuestionofEpistemology  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20 no 3 1990  



方法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症候阅读”的深刻影响①。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研究领域的文本学方法,还是国

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二者都具有相同的理论谱系,这一点进一步从“理论论

证”(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相似发展状况,证明了“文本学方法”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可

行性)与“现实运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先行展开的对“经验主义”批判,以及以初步形式开启“症候阅读”
方法在毛泽东研究中的运用)双重维度出发,证明文本学方法运用于毛泽东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二 文本学方法介入毛泽东研究的理论意义

既然文本学方法具备应用于毛泽东研究的可行性与可能性,那么,这一全新研究范式的引进与理论视角

的切入,将会对毛泽东研究带来何种新变化? 从文本学方法路向推进毛泽东研究,主要将会展现出如下基本

理论前景。
第一,文本学方法的引进有助于增强毛泽东研究的立体感。如前所言,毛泽东研究的传统范式要么是基

于特定意识形态宣传基础上的政治性阅读,要么受传统教科书体系“同质化”思想影响,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同

质性思想逻辑的线性发展,因而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性逻辑的消解。在此背景

下,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毛泽东对于不同的中国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

义,每个中国人在自己心中都具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肖像,毛泽东及其思想肖像在中国具有丰富

性与差异性共存的基本特征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下历史现实与毛泽东时代差异性特征的凸显,很多

人对毛泽东时代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历史的“陌生化”趋向,他们更多以抽象化、非历史性与片段化方式理

解毛泽东及其思想。传统研究范式将毛泽东思想视为非历史性的绝对同一性存在,只要是毛泽东思想的原

理,根本不存在“定在性”(一定条件下具体的历史的存在性)问题。所以,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
史感”与“动态感”也不可避免地被不断弱化。因此,重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逻辑,仅仅停留于抽象

的理论逻辑建构层面很难达及,必须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具体历史性文本之中,从对文本的深度耕犁中勾画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性轨迹。从文本学方法出发,对毛泽东思想某一原理的使用,必须要将其置于毛

泽东思想发展的整体性维度与具体历史性阶段的统一性之中加以考察,具体而历史地分析此一原理的文本

学出处以及依据,具体而历史地复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特殊情况,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具体地

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若干原理、结论,从“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视角重构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之维。
第二,文本学方法的引进有助于提升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度。与毛泽东研究过程中非历史性操作方

式密切相关的一个显性结果,就是研究中所勾画的毛泽东思想肖像丰满度的锐减问题。传统研究范式对毛

泽东及其思想发展动态历史过程的“干燥化”处理,使得毛泽东及其思想不是通过一幅幅具体而生动的历史

画卷(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上述具体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态历史性变化而呈现的,而是基于抽象

化原理、结论所搭建的框架所呈现出的单一骨架。此外,传统研究范式更多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
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苏联教科书的若干宏大原理框架)为工具去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这一理论倾向具有双重

效应。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保证了对毛泽东思想肖像勾画的科学性,因为这从根基上符合历史发

展一般规律的“写实”,避免了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漫画式”勾勒;但从另一维度而言,倘若仅仅停留于历史

唯物主义宏大叙事逻辑———诸如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而缺乏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精细化勾勒,那么呈现

在读者面前的毛泽东思想肖像更多的是简单线条勾勒或者是一幅像素极低的模糊照,很难真实全面地反映

毛泽东丰满的思想肖像。并且,宏大叙事逻辑在研究中更多地是从所谓抽象的元理论出发去勾画毛泽东思

想肖像,对于作为毛泽东思想载体的文本鲜有关注。尽管毛泽东的每一个文本所呈现的仅仅是在具体历史

条件下、具体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片段化“截图”,但由于不同文本类型的差异(诸如读书笔记等“非正

式性文本”在呈现作者思想肖像时与正式公开出版的文本之间必然不具备同等意义),使得文本所展现的毛

泽东思想肖像的“像素”也存在着巨大差异。然而,这并没有否定文本解读在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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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正如《回到马克思》的作者所坦言的一般,“功能性深度阅读”借用了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方法,即从显性文字之中读出其所具有的隐性理

论构架(“空白”)。参见: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6-7页。

NickKnight RethinkMao ExplorationsinMaoZedongsThought WashingtonDC 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 2007  6 



理论意义,反而进一步凸显了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只有实现多元文本的综合利用,通过多幅思想

“截图”的重合、拼接,才能全面而真实地彰显毛泽东的丰富思想肖像。因此,提升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满度,
需要自觉摒弃非历史性阐释模式,需要实现“宏大描绘”与“精细化研究”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必然进一步要

求深刻根植于毛泽东文本,从客观文本所呈现的每一幅画卷中不断对毛泽东思想肖像进行细节化补充,以不

断增强其饱满度。
第三,文本学方法的引进有助于拓展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尽管随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科学评价原则的确立,国内毛泽东研究迎来了一个不断趋向学术化、
学理性不断增强的新时期,但实事求是而言,由于在方法论层面的非自觉性,相关研究很难进一步寻找到新

的理论生长点。文本学方法的引进,尤其是这一方法对文本基始性地位的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具体历

史情境的分析及其精细化解读,关于读者与作者视域的融合,以及对解释学基本意义等深层理论意蕴的揭

示,有助于进一步开拓毛泽东研究的新局面。这里我们不妨以毛泽东思想史研究为例,展示文本学方法所具

有的理论优势。毛泽东思想史作为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分享了毛泽东研

究的一般特征,即非历史性、同质性等基本景象。换言之,以往关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

不是从毛泽东具体的历史性实践及其理论反映———文本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探寻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发

展轨迹,而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原理反注文本”式研究,即运用诸如“认识论”、“矛盾论”、“群众史观”
等抽象原理去建构毛泽东思想史。也就是说,传统研究范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先在设定了毛泽东

思想的若干原理及其框架,进而从毛泽东的文本之中寻求证据链的支撑。但问题是,这些用于指导研究毛泽

东思想史的先在原理,本身应该是从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具体历史的分析中抽象出来的,但实际上它却被直接

用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史,并通过具体历史来证明毛泽东思想原理先在的合法性,这在逻辑上存在本末倒置的

悖论。因此,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某一专题性研究中,很容易出现早期毛泽东关于此问题的思想与晚期关于

此问题思想的“并存局面”。例如,毛泽东早期基于人生奋斗与道德修养维度而做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
名言警句,在一些学者看来,则与其晚年所谓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阶级斗争并无实质性差别。因

为传统研究范式脱离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脱离文本的客观具体历史环境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从根本上将

不同时期的思想视为无任何差异的同质性思想流变。所以,传统研究范式所展现的毛泽东思想史,从根本上

是一套缺乏深刻历史感的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是由若干同质性原理所组成的平面化图景,从中很难看

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轨迹及其关键时刻的逻辑“异轨”。但是,在文本学方法的指导下,对毛泽东思

想史的研究则具有了全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即不是先在设定毛泽东思想的若干原理框架,而是通过对毛泽东

客观历史实践活动的深刻把握,通过对具体历史性文本的精细化解读,以历史性视角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的

具体进程及其若干发展阶段的质性变化,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把握毛泽东思想发展丰富而复杂的历

史进程与逻辑进展。
三 文本学方法介入毛泽东研究的若干原则

尽管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具备引入文本学方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且这一研究范式对于现阶段深化毛

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但是,在此过程中仍然需要确立文本学方法的科学运行规范,密切关注

如下基本问题。
首先,应自觉区别“文献学”与“文本学”的内在差异性,避免将文本学方法局限为资料的收集、版本的考

证或概念的考据等感性经验层面的研究。“文献学”或“版本学”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文本真伪的鉴定、不同

版本的比较研究,这不同于本文所言的文本学方法。如果仅仅停留于对毛泽东文本形态的所谓“客观”研究,
或者沉溺于对所谓“权威文本”的追求①,而忽视了对文本深层理论构架以及作者在写作文本时先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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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施拉姆曾先后编辑了大量英文版毛泽东著作,如《毛泽东未经修饰的讲话与书信》(MaoTse-tungunrehearsed talksandletters 1956
-71)与《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21-1949)》(MaosRoadtoPower RevolutionaryWritings 1912-1949)等。他认为,只要通

过大量编辑、整理所谓“未经修饰”的毛泽东文本的原初形态并占有上述文本,就可以清晰阐释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在他相关的理论著作中,
经常会出现诸如“证据”(theevidence)、“事实”(thefacts)、“明显的证据”(obviousevidence)、“毛泽东的著作”(Maoswriting)和“文本”(the
texts)等彰显研究客观中立性的高频词汇。



背景,那么在过分强调文本意义的同时,也必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意义的消解。这一点在国外毛泽东研究

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国外学者由于在毛泽东文本占有上的“先天不足”,因而导致了他们十分重视文本资

料的收集,版本的考证、对比等“客观”分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只注重从客观文本出发的研究倾向。
正如国外有学者在批评上述研究倾向的“经验主义”本质时所指出的那样,沉溺于对文本的经验事实等所谓

客观“证据”的占有,而忽视对文本的理论分析,结果只能是导致研究的“理论贫困”①。以国外毛泽东研究领

域存在的关于“毛主义”是否是“传说”的“第一次论战”为例,各派都是以占有毛泽东文本的“客观证据”来反

对对方的观点。但问题是,上述被“同质化”使用的所谓“客观证据”,本身就存在着前后的巨大差异性,并且

都尚未通过理论分析而揭示蕴含其中的“理论本质”。因此,在此次论战中单纯基于所谓文本的经验事实的

做法,从根本上既无法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也无法反驳对手观点的非理性,“如果在考证之外没有现实的

支撑点、没有自觉的理论准备和对自身解释原则的合理证明,即使再华美的文本学亦徒具有限意义”②。因

此,当前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提出引进文本学方法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对毛泽东文本重新进行文献学意义上

的考证、梳理(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文献学研究构成了毛泽东研究的基础性环节),也并不是意味着以往研究

范式不注重毛泽东文本,而是其在对待毛泽东文本的历史性、阶段性、具体性与文本的理论意义等问题上存

在着不足。因此,文本学研究方法的侧重点主要不是为了突出“文本”的意义,而更多地是从解释学意义上提

出对待毛泽东文本的新路径,这主要是对传统研究范式中“原理反注文本”模式的反驳,是对文本深层历史逻

辑构架的发掘。
其次,由于毛泽东及其思想发展的特殊性,使得文本学方法在实现视域融合等基本问题上,须臾不能离

开对文本所生发的具体历史场域的科学分析。众所周知,毛泽东首先不是一位居于书斋中的理论家,而是一

位职业革命家,这种身份从根基上形塑了毛泽东理论思考及其理论成果的内在特殊性,即构成毛泽东思想载

体的文本,主要不是基于对特定理论问题抽象思考的产物,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也不是抽象逻辑体系

的归纳与建构,而是始终根植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理论表达,始终呈现出强烈的问题意

识与现实关怀。毛泽东对于现实问题的关切构成了他理论写作的原初动力,也先在决定了他相关理论表达

的呈现形式,这些内容从根基上决定了文本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的

契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需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本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的过程之

中,定位它在社会文化之间的位置与形象,分析它如何与更大范畴的历史话语建立起内在联系,又如何象征

性地呈现特定情境中的历史逻辑和文化理念”③。以《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为例,该文主要不是作者对本本主

义理论概念的兴趣使然,主要不是为了进行所谓的抽象理论书写,而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

想而写的”④。换言之,是为了解决革命实践过程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经验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构成了形塑这一文本的具体场域,并且不断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发

展。后来毛泽东在大量阅读苏联教科书之后写作的“两论”,正是这一文本背后逻辑理路的不断推进与发展。
如果仅仅停留于文本的字面阐释,尤其是对后来“两论”中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分析、解读,拘泥于通过字句层

面的对照,判定是否是对苏联教科书的抄袭等问题展开研究,那么文本背后的深层理论意蕴就不可能自动呈

现。文本学所强调的读者与作者视域的融合问题,不可能通过对文本的“死啃”而被提出。由此可见,毛泽东

文本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以及作者的原初性思考意图等重要基础性内容,并未以直接显性的形式呈现于文

本的表层文字之中。而对于上述隐性内容的揭示,并不仅仅是对文本写作背景的澄清,它本身就代表了研究

的开始,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环节以及解释的一个部分。毛泽东文本始终承担着在特定历史条件

下的“历史重任”———对实践问题的阐释与解答,倘若固守抽象的文本,将毛泽东文本定义为理论“手术台”上

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NickKnight TheMarxismofMaoZedong EmpiricismandDiscourseintheFieldofMaoStudies  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
Affairs no 16 July1986  11 PaulHealy ReadingtheMaosTexts TheQuestionofEpistemology  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
20 no 3 1990  351 
胡大平《从文本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若干基础问题》,《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第34页。
吴志军《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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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剖的对象,还原为抽象的学术规范与标准,所得到的只能是文本历史性内涵与现实性价值被抽空之后的

“空壳”而已。
最后,毛泽东研究领域文本学方法的引进不是以文本对抗、消解思想史研究,而是文本与思想史的互动

发展。这种互动就是在思想史宏大参照系下勾勒文本的微观发展,通过文本的具象化阐释叙述来做实毛泽

东思想史的研究。从广义层面出发,可以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性动态发展进程纳入到宏观层面的思想

史研究序列之中。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无外三种模式。一是以概念为导向,以理论叙述带动历史性描述,如斯

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理论概念分析带动毛泽东思想史的书写①。二是从对毛泽

东具体的实践活动分析入手,阐释在实践过程中思想理论的发生与发展,这一点比较鲜明地体现在施拉姆的

相关著作和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提出的“有机解读法”(invivointerpretation)
之中②。三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格局出发阐释毛泽东的理论建构及其思想史发展的进路,这种解读

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难度,但也更具有科学性。一般关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都主要侧重于前两种模式,而
本文所言的文本学方法更多地是从第三种意义上展开的。因为文本学方法的引入并非孤立地聚焦于单纯的

文本研究,也不是为了培养毛泽东文本研究的“技艺学”,更不是以文本对抗思想史的研究,它更多地关涉毛

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历史观维度,是文本与思想史研究的“合题”。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文本学

方法的解释学意蕴角度而言,任何文本都并非不证自明的确定性,而是需要通过解释才能凸显意义,并且只

有通过解释才能达到它存在的历史现实性。换言之,对作为呈现毛泽东思想载体的文本进行研究,主要不是

为了从客观中立意义上对其展开所谓科学规范化“解剖”操作,而是对文本展现的思想史议题进行客观分析,
为了阐释毛泽东具体思考情境及其问题意识,为了弄清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即毛泽东缘何会写出此

类文本,以及缘何会在此类文本中形成此类观点等。另一方面,对单一性文本的解读本身构成了思想史研究

的一个部分,并且只有将这种解读置于整个思想史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考察,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理论

视野与整体性意义。因为从广阔意义上而言,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可能脱离思想史的语境,并且也只有在思

想史的“考古”中才能真正凸显文本的价值与意义。毛泽东研究更是如此。毛泽东文本的创造是在特定历史

条件下针对特定现实问题的理论表达,文本深处的“空白”深刻并且隐性地呈现为特定的“理论承诺”与“现实

指向”,上述意义的发掘只有置于具体的思想史背景之中才能全面理解。并且,毛泽东文本在时间的延长线

上也呈现为不同的解释史,不同的理论解释本身从更加广义的层面上构成了毛泽东文本理解的思想史背景,
如何结合上述背景重构毛泽东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也成为了文本解读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而从毛泽东文

本与当下的现实关联性及其现实意义角度而言,文本解读的当下意义成为了更为广义层面思想史研究的重

要内容。
综上所述,基于方法论层面的一般性指导意义、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毛泽东研究的内在相似生存图景

以及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先期性尝试的综合考虑,将生发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文本学方法应用

于毛泽东研究领域,对于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域、拓展研究的宽度与深度,对于毛泽东研究新的理

论生长点的发掘,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本文所言及的上述新研究路向,只是开启了对此问题的“大
胆假设”之路,尚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小心求证”,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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